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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在几乎所有言说张伯驹者，开篇总说，张伯驹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

并认可“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１９２０年代初。可当时张伯驹的生活甚是平
淡无奇，声名不著，也没有表现出一位“公子”应有的风范，作为张镇芳这位曾被

判处极刑之人的儿子，是不会被人们列为“民国四公子”的；从组成上来看，实际

上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民国四公子”这样的组合。为了收藏文物，张伯驹时常一

掷千金，有人就认为“张伯驹为抢收中华稀世文物而不惜倾家荡产”。事实上，

从张伯驹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他非凡的学识与眼力来看，张伯驹收藏古字画，虽

然花费巨大，但也不至于倾家荡产。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张伯驹因字

画得罪了康生，其与陈毅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来往。其实并非如此。张伯驹

曾说自己一生只和陈毅见过两次面。此外，所谓的“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

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说法。总之，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人物纪念，都必须遵循

实事求是的原则，切不可有意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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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文化名人和故宫博物院，张伯驹

（１８９８—１９８２）应该算其中的一位。张伯驹，河

南省项城市人，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

好好先生，是中国２０世纪的“大玩家”，琴棋书

画诗词戏曲样样精通，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

京剧艺术研究家、诗人等身份于一身。其与潘

素的旷世情缘，坎坷的人生浮沉，因写陈毅挽联

获毛泽东主席夸赞而得以落户北京等经历，使

其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尤其是，他从３０岁爱好

收藏，发展到嗜书画成癖，醉心于中国古代字画

名迹，一掷千金，买下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

《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代展子虔的《游春

图》等，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记录了所藏书画

名迹１１７件。张伯驹以保存重要文物使其不外

流为己任，１９５０年代以后，陆续将收藏的书画

名迹献赠毛泽东主席或捐献国家，化私为公，令

人肃然起敬。

张伯驹与故宫博物院的关系很简单，也很

清晰：１９４７年张伯驹被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委

员，在协助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方面

做出了贡献［１］；张伯驹在《新民晚报·造型》副

刊刊出《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披露了《中秋

帖》（东晋王献之所书）与《伯远帖》（东晋王繤

所书）的不幸散失，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故宫

博物院以重金收回此二帖；张伯驹的捐献加上

故宫博物院的购置，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

的《游春图》、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赠张

好好诗》等２２件张伯驹收藏过的书画名迹，已

经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收藏。

随着中国历史上第四次收藏热的勃然而

兴，作为“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的张伯驹为越

来越多的人所了解，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张

伯驹研究会在各地陆续成立，张伯驹纪念馆也

陆续兴建，各种纪念会先后召开，有关张伯驹的

研究文章、著作越来越多，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但现在的研究论说，颇有演绎的成分，如果任其

发展下去，势必以非为是，混淆历史真相，不能

再现真实的张伯驹。鉴于此，本文拟对张伯驹

研究中几个广为流传的观点进行辨谬，希望能

有助于人们客观、真实地看待张伯驹。

　　一、所谓“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的

说法并不存在

　　现在几乎所有言说张伯驹者，一开篇总是

说：张伯驹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一些工具

书，如《２０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中国艺

术家辞典》《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辞典》《吉林

省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家辞典》《历代藏书家

辞典》等，都说张伯驹与张学良、袁寒云、溥侗

并称“民国四公子”。

乍一听，张伯驹出身豪门，多才多艺，潇洒

风流，颇具传奇色彩，就像今天人们所说的“官

二代”，冠其名曰“京城四少”之类，应该没有问

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学界对于“民国四

公子”之说，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都认可：１９２０

年代初，“民国四公子”之说在南方出现，并逐

渐被京津沪上层社会所公认。张晨怡［２］认为：

“在民国上层社会中，素有四公子之说。这些

公子皆出身名门，或为军阀政要之子，或为商界

名流之后，或为清朝皇族宗室。但究竟所指何

人，却说法各异，而这些公子们的事业发展、兴

趣爱好与个人命运，也都存在巨大的差异。”马

勇［３］曾对“民国四公子”都有谁这一问题进行

过梳理，他归纳出四种说法：一是指陈锦堂、袁

克让、张伯驹、宋传兴组合；二是指袁克文、溥

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是指袁克文、卢小

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是指孙科、张学良、

段宏业、卢小嘉组合。马勇认为，“不过要说民

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

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

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

嘉、张孝若、溥侗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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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

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

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

（特征）：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

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

傥，雅而不俗，敢做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

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

忱”。［３］王忠和甚至专门编著《民国四公子》一

书，该书《写在前面》说：“末代皇帝溥仪之族兄

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

张伯驹、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均为民国

初年京津沪上层社会颇具传奇色彩之豪门子

弟，人称‘四大公子’或‘民国四公子’。”“‘民

国四公子’的说法亦有他本，袁克文、张伯驹、

张学良三人各本皆榜上有名，卢永祥之子小嘉、

张謇之子孝若、张之洞之子张权亦曾列于其中。

本书所取是依民国年间社会最为通行之说法。

‘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 ２０世纪 ２０年

代初……”［４］

本文征引的张晨怡、马勇、王忠和三位的论

说只是例举而已，其实还有不少文章，如智效民

的《民初“四大公子”中的张伯驹》［５］、魏泯的

《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中的文艺通才》［６］、邢

建榕的《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张伯驹绑架案》［７］、

周利敏的《张伯驹绑架案轰动上海滩》［８］、吴用

的《“民国四大公子”的风雨人生》［９］、王凯的

《“民国四公子”的风雨人生路》［１０］和《民国四

公子：名副其实的“官二代”》［１１］、汪上荷的《民

国“京城四少”的范儿》［１２］、殷晓章的《“民国四

公子”张伯驹传奇》［１３］、朱浩云的《各领风骚的

民国京城四公子》［１４］、王?的《公子风流散人间

遗恨长———写在张伯驹诞辰 １１５周年之

际》［１５］，就连王忠和、荣进编写的张伯驹传，书

名都是《生是长穹一抹风：民国公子张伯

驹》［１６］，其他张伯驹传记著作，如任凤霞、迟秀

才的《张伯驹与潘素》［１７］、刘军的《大收藏家张

伯驹》［１８］、任凤霞的《一代名士张伯驹》［１９］、楼

宇栋、郑重的《张伯驹》［２０］、张恩岭的《张伯驹

传》［２１］、寓真的《张伯驹身世钩沉》［２２］等，都无

例外，可见“民国四公子”说的影响之大。

以上例举表明，许多学者都把“民国四公

子”当成了客观事实，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此说

是否属实。但如果真有“民国四公子”之说，又

是由何人在何时、何地先说出来，或先用文字记

下来，在报刊图书上刊登出来的？之后都有哪

些书报刊在继续散布？即使如大家众口一词的

说法———“‘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 １９２０

年代初”，但没有一位学者告诉我们这种提法

出自何处。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库

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民国期刊库、申报库等

海量数据为我们搜检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我们检索的结果是：民国时期没有关于“民

国四公子”的信息。笔者所见最早关于“民国

四公子”的文字出自张伯驹手笔，他于１９７０年

代前期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所著的《续洪宪纪事

诗补注》中说：“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

（按：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

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

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

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

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

也。”［２３］之后，张伯驹在《也算“奇缘”———我与

陈毅元帅》中又提及：“六六年‘文化大革命’

起，宣传部所属文教部门被冲击，我的帽子为封

建余孽、反动学术权威、四公子之一、康生点名

的大右派、陈大炮（造反派称陈毅元帅为陈大

炮）的死党，尤以因写《春游琐谈》笔记，称为春

游社反党集团，全国皆有组织。”［２４］或许近代确

实有“四公子”的说法，但绝不是所谓的“民国

四公子”，因为张伯驹自言“人谓近代四公子”，

此言“近代”而非“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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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四公子”说法产生的时间。学界

的认定和张伯驹的自言，显然有着巨大的时间

差。学界认定“‘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

１９２０年代初”，固然是为了避开袁克文（１９３１

年死于天津），但我们要分析在１９２０年代初有

无形成这种说法的可能。

张伯驹１８９８年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市阎楼

镇，其生父是张家老六张锦芳。张家老五张镇

芳是张家唯一考中进士做官之人，遗憾的是两

个子女先后夭折。１９０５年，７岁的张伯驹过继

给时任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来到天津。张伯

驹曾自述：“八岁至十四岁住天津，在家中私塾

上学，十四岁曾入法政学堂，肄业，十五岁随父

去河南开封，十七岁在北京，十八岁入中央陆军

混成模范团骑科肄业，二十岁毕业，二十一岁

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后改任长江巡阅使

署咨议（在蚌埠）。后安徽督军倪嗣冲病故，

二十三岁去职，二十四岁任河南暂编第一师参

谋，四省经略使署咨议（皆名誉职），二十六岁

任陕西省军署参议（在西安），二十八岁去职，

二十九至三十七岁任盐业银行经理（在上海、

南京）……”［２５］可以说，１９２７年以前，张伯驹的

生活过得很平淡。张伯驹３０岁以后的人生发

生了重大转折，逐渐将重心转移到自己钟爱的

传统艺术上。他自述：“我三十岁开始学书法，

三十岁开始学诗词，三十岁开始收藏法书名画，

三十一岁开始学京剧。”［２５］当然，也就从这时开

始，张伯驹徜徉花街柳巷，吃花酒，得识潘妃

（后改名素），惊为天人，才有了后面的美满姻

缘。这些都基于张伯驹子承父业，任职盐业银

行，有经济后盾、有职有闲的家庭背景。

谢燕［２６］试图给出一个“民国四公子”的时

间断限，并探讨了这个名士圈的活动平台———

《北洋画报》。但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张伯驹刚刚

加入这个圈子，声名不著，只是“一心一意想要

作个名士”，当然无法也没有可能与张学良齐

名。张伯驹真正进入该圈子，应以其连载于

《北洋画报》１９３０－０１－０７至１９３０－０３－１８期

间的《蛇尾集》为标志。可在此之前，“１９２８年，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退出这个名士圈”，两人交

集的可能几乎没有。显然，张伯驹能过张扬的

名士生活，声名广播，交游遍天下，在时间上无

论如何要往后推几年。直到 １９３７年，张伯驹

４０岁生日时，为赈济河南旱灾义演《空城计》，

其主演诸葛亮，并广邀名角登台献艺，连余叔岩

都在《失街亭》中饰王平，才使张伯驹名声大

噪。此时，张学良已因“西安事变”被判处有期

徒刑１０年，剥夺公民权５年，后国民政府发布

“特赦令”，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

束，张学良从此开始幽居生涯。如此看来，张伯

驹与张学良怎么可能有交集？

我们再从张镇芳的身份来看。１８９２年，２９

岁的张镇芳考中进士，在北京做官。１９００年，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时，张镇芳微服出京，

在潼关赶上銮驾，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为两宫

尽力效命。两宫回京后，张镇芳官升两级，成为

四品京官。而袁世凯与张镇芳都是项城人，张

镇芳的姐姐嫁给袁世凯的大哥，两家有姻亲关

系。１９０１年１１月，李鸿章病故，袁世凯接任直

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张镇芳大加提携，张镇芳

先后出任北洋银元局会办、直隶差委总办、天津

河间兵备道、长芦盐运使等职务。因张镇芳有

经营方面的才干，几年间为国库增收５６万两白

银，还成功完成与英国人的谈判，将英国人独霸

的开滦煤矿改为中英合办，因此升任二品大员。

１９０８年，光绪、慈禧先后去世，袁世凯受到排

挤，张镇芳被迫退隐安阳。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

后，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

量，袁世凯被重新起用，张镇芳被袁世凯委以重

任，署理直隶总督。１９１２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

国大总统，任命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

张镇芳主政河南期间，贸然杀害《民立报》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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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搞得怨声载道；尤其是１９１４年１月，豫西

起义的白朗穿越京汉铁路，攻破潢川、商城及安

徽六安等地，项城一带受到严重威胁。袁世凯

大为震怒，２月就以“剿匪无方，乱杀青年”之

名，将张镇芳撤职，仅让其担任总统府顾问的闲

职。１９１５年袁世凯为称帝，任命张镇芳为“更

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

筹备处副处长。在此期间，张镇芳向袁世凯提

议以盐税结余办一家官商合股银行，１９１５年３

月２６日，经北洋政府财政部核准，成立盐业银

行，“以辅助盐商，维护盐民生计，上裕国税，下

便民食为宗旨”，总资本额计划５００万，由财政

部拨款２００万元为官股，私商集资３００万元作

为商股，张镇芳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开业时

仅收股款６４．４万元，其中官股盐务署出资１０

万元，商股出资５４．４万元。［２７］１９１６年袁世凯称

帝遭举国反对，不久就在忧愤交加中病逝。盐

务署将以前所拨资金全部抽回，盐业银行转为

普通银行，全部改招商股，大半股份落入张镇芳

手中。此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工

商业得到难得的发展空间，北洋各大军阀都愿

意把钱财存在盐业银行，连溥仪小朝廷也愿意

在该行抵押借贷［２８］，盐业银行业务发展迅速，

存、贷款额逐年递增，利润丰厚。该行以巨额资

金购入国内公债和外币债券，执当时银行业之

牛耳。特别是其购入的善后借款公债、中法五

厘美金公债、中比六厘美金公债、沪宁铁路英镑

公债、克利甫斯以盐税担保的英镑公债等，为银

行取得了巨额利润。该行成立当年实现纯利润

９．５７万元，１９２５年达１８８．５万元，增长了１８．７

倍，１１年累计纯利润 １３３２．９万元，为同期实收

股东年累计额３８２５．８万元的３４．８４％。其中从

１９１８年起，连续４年股东年纯利率超过４０％，

１９１９年曾高达４７６％，效益之高居当时各行之

首。［２９］在北洋政府时期，该行与浙江兴业银行

交替为私营银行之首。

１９１７年，张勋复辟，张镇芳成为张勋最重

要的支持者，张勋部队的一切开支和军饷，都用

盐业银行的支票，溥仪再度登基，张镇芳被任命

为度支部（相当于财政部）大臣。张勋复辟仅

持续１２天就事败，张镇芳以内乱罪被捕。张伯

驹为营救其父四处奔走，义捐赈灾款４０万元，

在多方通融下，张镇芳被判处无期徒刑，又保外

就医。１９２１年，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

张镇芳再度出任盐业银行董事长。

张镇芳在政治上曾两度跟随的袁世凯、张

勋都是民国大敌，本人且曾被判处极刑，其儿子

是不太可能被称作“民国四公子”的。何况在

１９２０年代初，张伯驹也没有表现出一位“公子”

应有的风范，或许这时期他还在蚌埠长江巡阅

使府咨议任上，与当时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繁

盛之地相去甚远，不可能进入官少集中活动的

场域，自然与“民国四公子”的称呼难有关涉。

这样，张伯驹所说“人谓近代四公子……

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似乎与其履历

接近。张伯驹１９２７年进入金融界，１９２０年代

末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

在那里吃花酒，得识妻子潘素，１９３５年与潘素

结婚，时间、行事都正好相合。

从组成上来看，也不可能有这样组合的

“四公子”存在。众所周知，中华民国是在“驱

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声中成立的。民国

初年，旗人的境遇是极为不好的，当时有很多旗

人纷纷改从汉姓，今天对于清代帝室的许多秽

言也都起于民国初期。因此，实在难以想象，溥

仪族兄、作为爱新觉罗氏的溥侗，此时会被人称

作“民国四公子”之一。而且溥侗的年龄比袁

寒云大１８岁，比张伯驹大２８岁，比张学良大３０

岁，差了辈分，如何能并称？何况张伯驹出名时

溥侗已近古稀，难道还可称“公子”？同样，袁

世凯虽然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１９１６年的

洪宪称帝，为国人所唾弃，袁家是树倒猢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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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诸子以后的命运不堪一提。如在洪宪帝制

前，袁世凯之子被列为“民国四公子”，尚在情

理之中，但到了１９２０年代，其子还能被称为“民

国四公子”之一，则实在是不太可能。再则，袁

寒云死得早，袁寒云死时，张伯驹还寂寂无名，

怎么“并列”？

张宏武、梁转琴指出：“‘民国四公子’是近

百年来流传于坊间的一组豪门后裔，其说法在

北洋军阀时期出现。‘四公子’的产生是反对

曹锟而结盟的果实。‘四公子’指四名当时大

名鼎鼎的政军显贵的后代：张学良、孙科、卢筱

嘉、张孝若。‘民国四公子’不含前清宗亲红豆

馆主溥侗，‘民国四公子’将袁寒云、张伯驹列

入纯系民间误读。”［３０］

综上所述，可以说，把张伯驹列入所谓的

“民国四公子”之说，是毫无根据的，更不用为

削足适履而去重新搭配组合“四公子”有哪几

个更合适，这个说法应该归结为张伯驹“名士”

思想所致。

　　二、所谓“张伯驹为抢收中华稀世

文物而不惜倾家荡产”的说法并不

属实

　　张镇芳在盐业银行期间积累了雄厚的资

本，据其子张伯驹自述：“一九三三年我父亲张

镇芳去世，遗有盐业股票五十万元，但那时股票

已不如以前值钱，我以三十万元归天津家用，自

己拿去二十万元作为北平家用。我以这些钱购

进了我喜爱的宋元字画，以后陆续向盐业透支

到四十万元收购字画。”［３１］１９４１年张伯驹在上

海被汪伪特务绑架，被勒索高额赎金。在当时

盐业银行上海总管理处与在天津的盐业银行董

事长兼总经理任凤苞的往来函电中，有关于张

伯驹财产的叙述［３２］。雄厚的资本为张伯驹的

收藏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大约在１９２７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张伯驹

买了一块康熙早年题写的“丛碧山房”匾额，从

此爱上了收藏，并一发不可收拾。雄厚的资金

与历史的机遇，使张伯驹能够收藏到诸如西晋

陆机的《平复帖》、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

代李白的《上阳台帖》、唐代杜牧的《赠张好好

诗》、宋代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宋徽宗的《雪

江归棹图卷》、宋代蔡襄的《自书诗》、宋末元初

钱选的《山居图卷》等古代珍贵书画。张伯驹

自云：“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

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多年所聚，蔚然可观。”［３３］１０３张伯驹最初收藏只

是出于爱好，后来就生发出了一种责任，要保护

文物不外流。张伯驹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

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

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

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

入外国。”［３４］为了收藏文物，张伯驹时常一掷千

金，有些确实付出了令人瞠目的价格，如购买米

友仁的《姚山秋霁图》用了 １万元、黄庭坚的

《摹怀素书》用了５千元［３３］１２，收杜牧之《赠张好

好诗》花费了五千数百金［３３］７，购买李白的《上

阳台帖》并唐寅的《孟蜀官妓图》轴、王时敏的

《山水》轴、蒋廷锡的《瑞蔬图》轴共花费 ６万

元［３３］１０，购买范仲淹传世的唯一楷书《道服赞》

花费了黄金１１０两［３３］６，陆机的《平复帖》用了４

万大洋［３３］４，蔡襄的 《自书诗》用了４５０００

元［３３］９，展子虔的《游春图》花费了黄金二

百两［３３］７。

张伯驹有时手头一时筹不上那么多钱，而

不得不借贷鬻物，如为购《道服赞》，“乃于急景

残年鬻物举债以收之”［３３］６－７；特别是买《游春

图》，“时余屡收宋元霁迹，手头拮据，因售出所

居房产付款”［３３］７，这使得大家倾向于用类似

“张伯驹不惜倾家荡产，抢收中华稀世文物”

“张伯驹毁家救国宝”这样的语言来表达对张

伯驹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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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伯驹收藏古字画，虽然花费巨大，

但不至于倾家荡产。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讲，其

实是积累巨额财富的一种手段。至于卖房子，

也只是变现而已。一个人有多套房子，拿出一

套来变现，用来投资，是一项最正常不过的经济

活动。张伯驹以４万大洋购得的《平复帖》，溥

心一直要价２０万，“时白坚甫闻之，亦欲得以

帖转售日人，则二十万价殊为易事”［３３］４。《游

春图》在玉池山房掌柜马霁川手中待价而沽

时，要价黄金八百两，张伯驹买到《游春图》“月

余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即询此卷，四五百两

黄金不计也。而卷已归余有。马霁川亦颇悔

恚”［３３］７。由此可知，张伯驹购藏书画名作，绝

不可能倾家荡产。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收藏是

一种投资方式，收藏是为了升值、赚钱。在二十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收藏界，张伯驹的学识和眼

力得到高度认可，是公认的最优秀鉴赏家之一，

古字画只要经他的手，肯定升值无数。

　　三、所谓张伯驹“因字画得罪康生”

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应当是出自

张伯驹的族孙张柱堂，后经记者、作家姚伟文、

唐师曾等的渲染，俨然真有其事：张伯驹因字画

得罪了康生，并因此而被打成右派。［３５］故事编

得有模有样：说康生到张伯驹家，将“看中”的

几件古书画借回家欣赏，但逾期不还，张伯驹反

复追讨，还找到陈毅，陈毅又报告给周恩来，周

恩来让邓颖超前去康家找到康生夫人曹轶欧，

自称要借来欣赏，意在提醒康生归还，张伯驹因

此而得罪康生，后来张伯驹被打成右派，是康生

派人“下的套”。

按理说，张伯驹的族孙所说总有根据吧，而

且故事说得有板有眼，其实这纯属子虚乌有。

且不说这件事涉及新中国几位领导，他们的思

想、行事外人何从得知？就说故事里所说张伯

驹与陈毅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来往，“陈毅

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住得近了，二人之

间走动更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

说了出来。陈毅是个耿性子人，当下十分生气，

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见了画，

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

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３６］。

为了证明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凭空而来，作者

又说他俩是因诗词围棋而结为挚友：“张伯驹

与陈毅相识相知，与他的另一大爱好———围

棋———有关。陈毅初到北京时，找不到下围棋

的对手，经北京市政协推荐，张伯驹与之下棋。

几局过后，陈毅大呼过瘾，一谈话，发现两人在

诗词等方面有太多的话题，一来二去，他们诗词

唱和，逐渐情谊深厚。张伯驹夫妻捐献字画后，

陈毅更是常请他们夫妇来家里做客，两位老头

下棋，两位太太则切磋山水画技艺。”［３７］

但是，张伯驹曾说自己一生共和陈毅见过

两次面：“五七年夏始相晤于北京，坐接春风。

陈帅如冬日可爱，平易近人，言谈爽快直截，全

出于诚。六一年余于役吉林，又相晤。”［３８］张伯

驹另有一文《也算“奇缘”———我与陈毅元帅》

也写到了这两次见面：“六一年，吉林省艺专学

校约我爱人潘素去讲授国画，省宣传部长来电

并约我同去。行前，我写信给陈毅元帅辞行，内

有‘五七年与公一晤，觉公如冬日可爱，至今耿

耿难忘’语。陈帅见信后接我见面，首先问我

列入右派事先为何不向彼说。我说：‘事先我

未想到，不过受受教育也是好的。’陈帅说：‘你

这样说，我替党谢谢你了。你把你一生所珍藏

的晋唐宋元清书画都捐给国家了，你会反党

吗？’陈帅之言，至今感激。”［２４］张伯驹与陈毅后

续关系还有二：一是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

命”，１９７０年，夫妇回到北京，生活无着，“会陈

毅元帅病重，为其两少君同日结婚。大少君之

爱人为秦力生同志之女公子。吾友吴则虞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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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住同院，因以相识。因由我爱人潘素绘两

幅画，我题诗，交送相贺。陈帅见画，始知我回

京，嘱夫人张茜询问我的情况，并谓我是其老

友，须请周总理照顾”。二是陈毅元帅逝世时，

张伯驹写的挽联在追悼会上被毛主席见到，毛

主席向张茜问及张伯驹与陈毅的关系，得知张

伯驹的户口工作尚无着落，即嘱周总理为其安

排一下。［２４］张伯驹自己的回忆无疑是真实可靠

的，社会上流传的故事显然纯属编造。

尽管康生的问题中央早有结论，他的古物

癖、占有欲也让他声名不佳，但切不可无中生

有，编造故事，如若那样，那就不是历史，而是小

说了。

　　四、所谓“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

的说法不切实际

　　有学者认为，“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

统文化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

《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

四史》，他２０多岁时候便已读完了两遍。３５４

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

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

首”［３９］。而张伯驹曾自云：“予生逢离乱，恨少

读书。”［３５］如果说连《二十四史》都读过两遍，

还需自谦“恨少读书”？《二十四史》和《资治通

鉴》，如果坚持每天读两卷，读一遍需要整整４

年。如果不是以治史为职志，又有几人会坚持

阅读？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通读过全套《二

十四史》的，也不过吕思勉、张舜徽等不多的几

位。而认为张伯驹“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

他２０多岁时候便已读完了两遍”，显然是过分

夸誉前辈了。

　　五、结语

张伯驹是收藏家中的“另类”，他的收藏不

为投资，不为赚钱，是为了保护文物，而且“收”

而不“藏”，凡“收”必捐。这大概就是收藏的最

大意义：记录历史、保存文化，使一个民族的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产得以传承、延续。张伯

驹曾说：“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

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

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３３］１０３这或许就是

张伯驹收藏文物的最大动力，也是他捐献文物

的最重要原因，其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

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要记住：无论是

历史研究还是人物纪念，都必须遵循实事求是

的原则，切不可有意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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